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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交通动脉瘤形态学与血流动力学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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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前交通动脉瘤是颅内动脉瘤中最常见的类型，一旦破裂，往往症状剧烈，预后不良。近年来，随着影像三维重建技术的发

展和计算流体力学的兴起，前交通动脉瘤起始、发展、破裂过程中相关形态学特征及异常血流动力学变化逐渐被揭示。研究表

明，前交通动脉瘤的最大径、纵横比、大小比等特征有助于预测破裂风险，大脑前动脉一侧 A1 段发育不良以及 A1 段、A2 段夹角与

前交通动脉瘤的发生发展有关，血流动力学改变在动脉瘤形成和破裂中起重要作用。该文对前交通动脉瘤形态学特征和异常血

流动力学变化之间的联系进行综述，探讨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为前交通动脉瘤的早期防治提供依据以及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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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terior communicating artery aneurysm is the most common type of intracranial aneurysm， and once rup⁃
tured， it often leads to severe symptoms and poor prognosis.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ree-dimensional im⁃
aging reconstruc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related studies have gradually revealed the mor⁃
phological features and abnormal hemodynamic changes during the formation， progression， and rupture of anterior commu⁃
nicating artery aneurysm.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the maximum diameter， aspect ratio， and size ra⁃
tio of anterior communicating artery aneurysm can help to predict the risk of rupture， and dysplasia of the A1 segment on 
one side of the anterior cerebral artery and the angle between the A1 and A2 segments of the anterior cerebral artery are asso⁃
cia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ion of anterior communicating artery aneurysm； in addition， hemodynamic chang⁃
es als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rmation and rupture of aneurysm.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
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abnormal hemodynamic changes of anterior communicating artery aneurysm and discusse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such interaction， so as to provide a basis and new ideas for the early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a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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颅内动脉瘤（intracranial aneurysm， IA）是一种因血

管壁变薄而局限向外凸起为特征的常见脑血管疾病。有

文献报道，其在一般人群中的发病率为 3.2％，有 20％~
30％的患者为多发 IA［1］。IA 好发于大脑动脉分叉处，以

前交通动脉瘤最常见，前交通动脉瘤一旦破裂，所导致的

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后早期再出血率较高［2］，病死

率可达 73.3%［3］。并且约 22.2% 前交通动脉瘤患者动脉

瘤破裂后出现不同程度的认知功能障碍，影响预后［4］。

近年来，因影像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计算流体力学在临

床研究中的广泛应用，前交通动脉瘤的形态学特征和血

流动力学改变在评估动脉瘤发生、增长及破裂过程中的

作用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5-7］。但两者内在联系及机制

尚未阐明，目前仍存在争议。结合文献，现将前交通动脉

瘤形态学特征和血流动力学变化综述如下。

1　前交通动脉瘤形态学

1. 1　最大径

定义为动脉瘤颈（动脉瘤根部起始处，沿载瘤动脉血

管壁走形连线）中点到动脉瘤顶端最远距离。通常认为，

动脉瘤大小与其破裂风险存在相关性。根据未破裂颅内

动脉瘤国际研究（ISUIA）一项回顾性研究表明［8］，最大径

≥10 mm 的 IA 患者年破裂率为 1.0%，为<10 mm IA 患者的

20 倍，最大径较小的 IA 破裂风险较低，动脉瘤的大小是

无蛛网膜下腔出血（SAH）病史的 IA 患者破裂的重要预测

因素。但此后发表的多项研究表明，多数未破裂 IA 患者，

其 IA 大小<7 mm，并且最大径<5 mm 的前交通动脉瘤患

者同样具有较大的破裂风险［9-11］。因此，前交通动脉瘤可

能拥有比其他位置动脉瘤更小的破裂阈值。此外，一项

单中心前瞻性研究［12］证实，动脉瘤直径≥7 mm 的患者破

裂风险显著增高，并且当它位于前交通动脉时，破裂风险

还将再次升高。所以，将大小作为唯一预测前交通动脉

瘤破裂风险因素并不可靠。

1. 2　纵横比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前交通动脉瘤形态研究的深入，

纵横比（aspect ratio， AR）被认为是一个具有良好临床应

用前景预测动脉瘤破裂的指标［5，13］。Wang 等［13］通过纳入

了 361 名前交通动脉瘤患者发现，AR>1.19 是前交通动脉

瘤破裂的危险因素之一。而在 Zheng 等［10］的研究中，破

裂的前交通动脉瘤 AR 平均值为 1.59±0.61。关于前交通

动脉瘤 AR 破裂阈值目前尚无统一结论，一般认为，过高

AR 与动脉瘤破裂显著相关。更大的 AR 值意味着破裂的

前交通动脉瘤拥有相对狭窄的瘤颈，在血液流动加快时，

会产生“瓶颈效应”，从而导致血液停滞在瘤体内，局部血

流动力学发生改变。长期壁面切应力（wall shear stress， 

WSS）的显著降低使得局部的内皮细胞功能障碍［14］，最后

促使动脉瘤的破裂。因此，更高的 AR 值往往反映了更大

的破裂风险。

1. 3　大小比

一项纳入 112 名前交通动脉瘤患者的单中心研究结

果显示［15］，未破裂组的尺寸比（size ratio， SR），定义为动

脉瘤最大高度与载瘤动脉平均直径的比值，明显小于破

裂组，SR 与动脉瘤破裂存在相关性。Xu 等［16］也发现 SR
与最大径≤3 mm 破裂的前交通动脉瘤相关，这意味着 SR
对较小的前交通动脉瘤破裂具有重要预测价值。事实

上，SR 不仅反映动脉瘤与载瘤动脉的关系，更反映了局

部的血流动力学特点。较大的 SR 值导致了动脉瘤呈现

多个涡流以及更为复杂的血流流动模式，随着 SR 的增

加，暴露于低 WSS 的动脉瘤腔内面积增加，最终促使动脉

瘤破裂。而 Futami［17］则认为，当 SR≥2.1 的动脉瘤更有可

能表现出集中的流入射流模式，导致动脉瘤壁上的剪切

应力增加，进一步促使动脉瘤发生破裂。

1. 4　大脑前动脉 A1 段发育不全

前交通动脉（anterior communicating artery， ACoA）是

前交通复合体重要的结构。它包括双侧的大脑前动脉

A1 段、A2 段以及 ACoA。ACoA 是大脑动脉前循环重要的

沟通桥梁，它对两侧大脑动脉血流调节平衡发挥着关键

作用。临床上常发现许多前交通动脉瘤患者大脑前动脉

A1 段并不对称，通常表现为一侧 A1 段较对侧粗大，而对

侧 A1 段纤细，甚至缺如，如图 1，这可能是由于先天发育

等因素所导致的。大量的临床研究证实［18-20］，这种形态

学的特点与前交通动脉瘤的发生发展、破裂及预后具有

相关性。Zhang 等［21］证实 A1 段发育不全与 ACoA 动脉瘤

存在相关，他们纳入了 504 例前交通动脉瘤患者和 201 例

其他位置的动脉瘤患者，分析发现，38.9% 的前交通动脉

瘤患者存在发育不全的 A1 段，而在其他地方的动脉瘤患

者中，这一比例仅为 6.5%。其机制可能是由于不对称的

形态学特点导致了前交通动脉瘤局部的血流动力学改

变，优势侧 A1 段高流量血流通过 ACoA 代偿到对侧，并且

在血管弹性作用下，亦有少量非优势 A1 血流流向对侧，

两股流向相反的血流在 ACoA 局部发生涡流，甚至湍流，

损伤血管内皮，启动细胞炎症反应途径，血管壁发生重

塑。在反复的损伤和重塑下，最终形成前交通动脉瘤。

Rinaldo 等［19］通过对 204 例前交通动脉瘤患者造影资料进

行回顾性分析发现，A1 段发育不全的患者动脉瘤直径更

大。并且，在没有吸烟、高血压等传统危险因素作用下，

单纯的一侧大脑前动脉瘤 A1 段发育不全所导致的血流

动力学改变也能促使动脉瘤的形成。而关于 A1 段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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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是否能影响前交通动脉瘤破裂目前仍存争议，有待

进一步研究证实。Chen 等［18］认为，优势 A1 段的存在与前

交 通 动 脉 瘤 破 裂 相 关（OR：2.26，95%CI：1.22~4.18，P=

0.01），而 Zhang 等［22］则发表了不同的结论，他们认为优势

A1 段仅与动脉瘤的存在有关，而与其直径、破裂状态

无关。

1. 5　大脑前动脉 A1 段与 A2 段夹角

Kasuya 等［23］最先发现，前交通动脉瘤与前交通动脉

复合体上 A1-A2 夹角交界处较小角度有关。前交通复合

体 A1、A2 关系见图 2。国内学者 Ye 等［24］在此基础上进一

步探究双侧 A1-A2 夹角在前交通动脉瘤发生、破裂中的

作用，通过纳入 251 例 IA 患者（其中前交通动脉瘤患者 64
例，其他位置动脉瘤患者 187 例）研究发现 A1-A2 角较小

且双侧角差较大可增加前交通动脉瘤的发生率，A1-A2
角及其差值有助于预测前交通动脉瘤的发生。Gao 等［25］

应用计算流体力学技术分析后认为，较小的大脑前动脉

分叉角度使血流冲击中心及相邻的加速区的血流动力学

应力升高。为适应这种异常增强的血流动力学应力，血

管壁发生动脉瘤的改变。正常生理情况下，脑血管分叉

部的角度和血管半径受最优化原理控制，即最小做功，实

现稳定的血液流动，同时又可将分叉处的能量损失降至

最低，以防止血流动力学应力异常增加。Zhang 等［26］发现

前交通动脉瘤患者 A1-A2 分叉角小于符合最优原则的分

叉角度。与正常生理情况不同，前交通动脉瘤患者大脑

前动脉不遵循最优化原则，所导致的结果便是局部血流

的能量损失增大与做功的增加，分叉部血管壁因此承受

了更大的血流动力学应力，进一步损伤血管壁，最终促使

动脉瘤形成。

1. 6　其他形态学特征

Willis 环的其他解剖变异也与前交通动脉瘤形成与

破裂息息相关［27］。既往研究认为，开窗畸形与动脉瘤的

形成有关，但 Krystkiewicz 等［28］通过对 333 例大脑标本解

剖发现，开窗畸形与动脉瘤的存在无因果关系。近来研

究发现，更为曲折的大脑前动脉可能是前交通动脉瘤的

保护性因素［29］。此外，尚有前交通动脉瘤与 A1、A2 角度、

入射角度等形态学特征有待更多深入研究。

2　血流动力学

在研究 IA 发生、破裂机制过程中，人们注意到，单一

形态学因素逐渐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因为它无法反映

动脉瘤内在血流发生的变化。为了了解 IA 局部血流的流

动状态以及血流与血管壁之间的相互作用，人们将研究

方向转向血流动力学。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就是计算

流体力学（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CFD）。近年来，

基于 CFD 以及影像学资料的三维重建技术用来研究 IA
的血流动力学的可靠性、真实性已在临床应用中得到初

步证实。越来越多证据表明，血流动力学改变与 IA 的起

始、生长、破裂过程密不可分［6，30-31］。

2. 1　WSS
Ferguson 和 Roach 等［32-33］最早提出 IA 内部的体外流

动模型，并发现动脉瘤内的湍流现象，湍流的出现导致血

管弹性层的退化以及动脉瘤壁的变薄。在 Ferguson 等研

究基础上，人们提出了 WSS 的概念，即血管内流动的血流

对局部血管壁上施加的切面摩擦力。WSS 是目前公认的

影响 IA 发生、发展、破裂的重要的血流的动力学参数，但

关于 WSS 如何影响 IA 病理过程现尚存争议。1 个心动周

期内前交通动脉瘤上 WSS 的变化见图 3。

2. 1. 1　高 WSS　一般认为，高 WSS 与 IA 的起始、生长有

关［25，34-35］。WSS 大小主要取决于血液黏度和流速。如果

容器直径保持不变，每单位流量的增加会加快血流速度，

从而增加 WSS。WSS 的最大值通常出现在弯曲血管段的

外壁、动脉高度狭窄的区域和分叉的顶点区域。Cebral
等［36］在动脉瘤内高 WSS 区域观察到异常结构的胶原纤

维，并且发现胶原纤维的排列方式与 WSS 的方向相关。

图 1 CTA表现为一侧大脑前动脉A1优势型前交通动脉瘤

图 2　前交通复合体A1-A2关系示意图

A2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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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生理情况下，血管的弹性层主要由弹性蛋白和胶原

纤维组成，但动脉瘤壁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弹性蛋白的

缺失。这使得胶原纤维承受了更多的流量负荷，原先曲

折的胶原纤维过度拉伸，血管扩张能力因此受限。但是，

与弹性蛋白相比，胶原纤维伸展能力是有限的，为适应这

种变化，不可避免地发生重塑。而胶原纤维的重塑又决

定了动脉瘤壁的厚度和动脉瘤的大小。这意味着，高

WSS 不仅引导血管壁的重塑，参与动脉瘤的起始部分，而

且也影响了动脉瘤的发展。事实上，动物实验中也证

实［37］，暴露于高流量的脑血管，即大脑动脉的分叉部，常

形成节段性的扩张或动脉瘤。这一现象与临床中 IA 患者

的位置特征相符合。并且，高 WSS 理论也合理解释了在

合并高血压、某些结缔组织病患者中 IA 的患病率较高的

原因。此外，Meng 等［38］认为，由高 WSS 触发的血管壁细

胞介导的炎症重塑途径同样会导致动脉瘤破裂。如果

WSS 过高，则会导致细胞基质变性和细胞凋亡，即使动脉

瘤尺寸很小，也易发生破裂。FuKuda 等［39］的前瞻性研究

发现，动脉瘤的大小与 WSS 的大小呈负相关，这意味着较

小的动脉瘤往往具有更大的 WSS。这可以用来解释前交

通动脉瘤拥有更小的破裂阈值的原因，其病理生理变化

机制有待更进一步的研究。

2. 1. 2　低 WSS　研究表明，低 WSS 与 IA 的破裂有关［40］。

一项纳入 900 例不同位置 IA 的荟萃分析结果表明，破裂

的 IA 具有更小的 WSS［41］。如前所述，低 WSS 常在尺寸较

大的动脉瘤壁上被观测到。更大的瘤腔致使更多的血液

停滞在腔内，血流入流速率因此降低，局部相对缓慢的血

流会诱导触发炎症细胞介导的炎症重塑途径，使得动脉

壁粥样硬化加速，血管壁因此发生退化性变化，承受生理

血流动力学力量能力降低，最终导致了破裂的结局。动

物实验研究表明［14］，低 WSS 与高 WSS 诱导内皮细胞基因

表达调控机制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并且，低 WSS 影

响内皮细胞基因表达能力强于高 WSS。因此，低 WSS 与

高 WSS 对动脉瘤血管壁病理改变作用机制并不相同，这

可能意味着在不同病理类型的动脉瘤中高低 WSS 的主导

地位迥异，小的 IA 生长和破裂过程可能与高 WSS 理论中

壁细胞介导炎症重塑途径有关，而低 WSS 所致的炎症细

胞介导通路可能与以动脉瘤体内动脉粥样硬化和血栓形

成为病理特征的较大 IA 生长和破裂有关。相关机制目前

仍存争议，尚需进一步明确。

2. 2　梯度振荡数值(gradient oscillatory number, GON)
Shimogonya 等［42］最先提出 GON 的概念，用以描述作

用于单位面积内血管内皮细胞的 WSS 水平方向以及垂直

方向上矢量之比，即振荡张力/压缩力的比值。如果一个

时间单位内，WSS 在某个位置的变化很大，则每单位面积

的产生的剧烈变化的振荡张力/压缩力会施加在那里的

内皮细胞上，造成该处的内皮细胞损伤，形成动脉瘤。因

此，GON 与动脉瘤形成位置具有相关性。Cebral 等［43］通

过术中对动脉瘤不同壁厚区域进行标记分析证实，与动

脉瘤壁其他区域相比，动脉瘤壁变薄的区域具有更高的

GON 值。

2. 3　振荡剪切指数（oscillatory shear index, OSI）
OSI 是衡量一个心动周期内 WSS 方向变化的血流动

力学参数［44］，用以反映单位时间内 WSS 方向变化程度。

较大 OSI 值意味着更为复杂的和不稳定的局部血流环境。

振荡的血流并不利于血管壁的重塑，这可能与动脉瘤破

裂有关。Xu 等［45］对未手术干预的小型未破裂前交通动

脉瘤患者进行随访，在随后破裂的病例中观察到，动脉瘤

顶流动再循环区表现出低 WSS 和较高的 OSI。但 OSI 在

预测动脉瘤破裂具体作用机制目前尚存争议，仍需进一

步研究。

2. 4　其他血流动力学参数

Zhang 等［46］的研究纳入了 186 名 IA 患者的 206 个微

小动脉瘤（≤3.0 mm），通过单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

较大面积的低壁面剪应力区域（low shear area）与动脉瘤

的破裂状态有关。一项纳入 15 项研究的荟萃分析发表了

相同的观点［41］。此外，尚有相对阻滞时间、高振荡速度指

数等血流动力学参数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3　局限与展望

高、低 WSS 作用机制在动脉瘤发生、破裂中矛盾，反

映了动脉瘤壁复杂的病理生理变化。但不论是高 WSS 还

是低 WSS，因局部血管的 WSS 调节失衡而导致的内皮细

胞损伤，是动脉瘤起始的因素之一［14］，血流动力学改变诱

导的相关炎症重塑机制仍是今后研究的热点。并且，应

用 CFD 模拟 IA 血流研究虽具有无创、可重复等优点，其

主观性仍不容忽视。当前，CFD 模拟血流动力学模型尚

无统一标准，各文献中计算方法也不尽相同，计算结果自

然因此大相径庭。因此，现阶段只能描述血流动力学参

数的高低趋势，而无法建立客观的量化阈值。并且，考虑

图 3 1个心动周期内前交通动脉瘤上WSS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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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个体差异（如入流血管流速、血压、血管弹性等因素），

也为 CFD 的计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年来，人们对前

交通动脉瘤形态学的认识随着影像学技术的发展而深

入，研究方向从动脉瘤最大径到 A1 与 A2 夹角的转变，是

局部到整体变化。有文献报道［47］，ACoA 与大脑前 A2 段

的分叉角度与年龄呈正相关。所以，相信随着对前交通

动脉瘤形态学研究地深入，还会有更多纳入空间、时间等

因素的形态学特征被人们所揭露。总之，形态学和血流

动力学的关系总是互为因果，这意味着应用形态学特征

反映血流动力学变化是可行的［48］，这不仅有利于预测动

脉瘤破裂的风险，更可以用来指导手术治疗及评估预

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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